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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土著化與內地化至多元文化論述： 

由《歷史的臺灣》觀察台灣移民史論述的一個側面 

 

宋惠中1 

 

摘要 

電影《歷史的台灣》2是一部敘述不同族群在臺灣共同奮鬥的紀錄片，用四

個片斷(荷蘭篇、移民篇、日據篇、民國篇)分別敘述四個臺灣歷史的不同階段。 

本文以《歷史的台灣》為文本，從荷蘭時代的荷漢共構殖民及漢人入臺開墾；

清代臺灣移墾史和漢人社會建立的過程；日治時期臺灣近代化與殖民主義的互為

主體；和戰後臺灣不同世代的族群/國族認同變遷為四個主軸，與電影文本相互

對映，思考臺灣不同時期族群文化分化、摶成、鬥爭和整合的過成。並由紀錄片

文本中所顯示的族群認識，分析臺灣族群分類及知識再生產和展現的政治文化過

程。 

 
關鍵字： 族群、共構殖民、土著化、內地化、集體記憶 

                                                 
1 元培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專任助理教授。 
2 本文所引用文本：紀錄片《歷史的台灣》DVD〈荷蘭篇、移民篇、日據篇、民國篇〉，普遍級，

公共電視節目製播組，1998 年，共 4 片，每片約 5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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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由福爾摩沙變成臺灣府 

 

台灣自古為荒蕪之地，為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所居。明鄭以後至清末葉，漢人

移民始大量移入台灣。先民蓽路藍縷，以啟山林，以移墾拓殖為最偉觀。3 

漢人大量入臺，披荊斬棘，以事墾殖，始自明末。但在此之前，臺灣早已是

福建沿海商人經商和漁民捕魚之地。據曹永和的研究，自嘉靖末年，最遲至萬曆

初年以來，福建已有許多商船和漁船，進入臺灣本島。閩南漁戶，先是到澎湖，

以後逐漸擴展到臺灣本島。明代末葉，閩南漁戶對於臺灣西岸，已非常熟悉(曹

永和，1953)。當時的漁民都要在進入漁期後，方從大陸來到臺灣，漁期一過，

便又回到大陸，是一種季節性的移民。在漁期中集合的漁夫大多是在漁場附近建

立漁寮，其後卻漸漸發展成漁村；且在漁人之中，亦有一部份停留稍久，而漸漸

改為定居者。因此，漢人的定居臺灣和臺灣的農業，皆與漁民有密切關係(曹永

和，1955)。 

當荷蘭人於 1622 年抵達臺灣時，大約有一千五百名漢人於臺灣西南平原生

活或僑居。大部份是暫時到此從事漁撈、打獵和交易活動，所以漢人的數量會隨

著每年冬季由福建來捕烏魚的漁船漁期而呈現週期性的升降。臺灣的土地肥沃，

福建也充斥著許多希望獲得土地與糧食的貧苦農民，但在荷蘭人來臺之前，漢人

為何並未在臺灣從事大規模的農業墾殖呢？歐陽泰認為荷蘭的軍事與行政結構

與規模遠為龐大的漢人墾殖和商業活動相互交織，不斷的推進了共構殖民的過

程。4若非荷蘭東印度公司，漢人的移民墾殖活動不會在當時以此種方式發生；

若非漢人墾殖者，開墾領袖及其社會關係，荷蘭也無法創造出一個枝葉茂盛的殖

民領地(歐陽泰，2007)。 

由於沒有歐洲的移民加入，在東亞和東南亞的西方殖民政府都要仰賴漢人移

                                                 
3 本文為配合《歷史的台灣》影片之架構，基本以台灣移民史的視角進行討論，對於荷人及漢人

入台前之原住民歷史未納入討論，特此述明。 
4 共構殖民(co-colonization)是歐陽泰(Tonio Andrade)在其博士學位論文 “Commerce, Culture, and 
Conflict: Taiwan under European Rule, 1623-1622”(Yal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2000)提出的觀

點。歐陽泰指出荷漢在臺灣經濟合作上，二者相互依賴，但在此一合作關係中漢人與荷蘭人並非

平等，此一系統建立於強制的部份並不少於互利共生的部份，但他們仍然居於伙伴的地位。可參

見歐陽泰，《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頁 227。及韓家寶，《荷蘭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

臺北，播種者，2002)。曹永和則稱荷蘭時代，臺灣的社會是由荷蘭人、漢人、土人所構成的複

合社會(Plural Societies)，其時漢人的地位，是介於荷蘭人與土人之間，而為荷蘭人經濟力的媒體。

見曹永和，195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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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5。當荷蘭人來到臺灣，漢人的貿易網絡已將原住民獵鹿的經濟活動和廣大的

東亞商業貿易網結合起來，荷蘭人只是取得對此一基礎結構的控制。與此同時，

荷蘭人也開始擴大漢人移民區，在荷蘭人的保護及獎勵下，漢人農民開闢田園種

植水稻及甘蔗。荷蘭人因此創造出一個為營利而存在的漢人邊地移墾區，藉由制

度上的支持，漢人移民將臺灣轉化成一個農業殖民地(歐陽泰，2007)。 

當漢人的移民區逐漸擴張，而荷屬東印度公司提高稅收，使墾殖者漸漸失去

向心力，1661 年鄭成功來到臺灣，許多漢人反而站在鄭氏的一邊。荷漢的共構殖

民型態確實為臺灣建立漢人的墾殖地，且一旦成形，就無法保證漢人對荷屬東印

度公司的持續效忠。 

隨著鄭成功入臺，漢人在臺灣的移墾史也展開新的一頁。1661 年鄭成功率軍

登陸臺灣，隔年，荷蘭人投降。鄭氏入臺，其目的是要建立一個較為安定的根據

地，故入臺後的首要措施是安撫居民，使可為己用；同時也要安頓入臺的軍隊和

眷屬，並解決軍糧問題。因此，甫登陸即命軍隊展開屯墾。為解決勞動力的需求，

一面命將士的眷屬遷臺，一面招納流亡。 

明鄭時期所開墾的田地約有三種：1、荷蘭時代的王田，皆改為官田，耕田

之人，皆為官佃。輸租之法，一如其舊。2、鄭氏宗黨及其文武官員等招佃耕墾，

自收其租，納課於官者，稱為私田或文武官田。3、鎮營之兵，就所駐之地，自

耕自給，則稱為營盤田。約至 1666 年前後，開墾才有成效。臺灣外記記載「開

闢業已就緒，屯墾略有成法。」「從此臺灣日盛，田疇市肆，不讓內地。」(曹永

和，1953b)。 

鄭氏時期民間私墾的情形已不得其詳，但知有民社十二個半，約分布在今嘉

義市、臺南縣後壁鄉、將軍鄉、西港鄉、新化鎮、新市鄉、永康鄉、臺南市南區

鹽埕附近、以及高雄縣路竹鄉等地。此外，也有漳、泉移民到今嘉義、雲林、彰

化、大肚、士林劍潭附近，以及淡水、基隆等地開墾。作物方面，則一如荷蘭時

期，以稻米和甘蔗為大宗。綜觀明鄭時期(1661-1683)臺灣土地開墾的狀況，已開

墾之地雖北至基隆，南至恆春，然當時除了臺南附近地區以外，其他各地的開墾

多僅止於點的存在。開墾的田園面積已較荷蘭時代為多，約一萬八千餘甲(劉翠

溶，1995、曹永和，1953b)。此時的漢人人口，約十餘萬人。6鄭氏末期，因抽丁

                                                 
5 此為荷蘭學者包樂史的說法，他將之稱為「中西會合港市」。 
6 曹永和估計約 15 至 20 萬人之間；劉翠溶則估計約 12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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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農業勞動力頗受影響，已有田園荒蕪。鄭氏敗亡，清軍入臺，因將鄭氏兵

民送回中國大陸屯墾，又限制閩粵移民來臺，臺灣漢人移墾社會的建立，需至清

代才完成。 

 

貳、由移墾社會到漢人社會的建立 

 
清代臺灣漢人社會的建立，從 1980 年代以來，就有「土著化」和「內地化」

二種不同的分析架構，來討論清代傳統漢人社會在臺灣的型構，及其與國家權

力、族群分類之間的關係。 

「內地化」的說法是李國祁教授在 1975 年提出的，他的主張有以下幾點： 

1.臺灣自康熙朝納入清帝國的版圖後，雍正以降，清廷所推行的政策，為使其

內地化，目的在使台灣成為中國本部各省的一部份。至十九世紀中期，臺灣

西部已開發地區內地化幾已完成，非僅設官分治與中國本部相同，社會領導

階層已由豪強轉變為士紳階級(李國祁，1975)。 

2.臺灣移墾社會的轉型，主要是一種內地化運動，即臺灣的社會變遷在大傳統

取向上以中國本部各省的社會型態為目標，轉變成與中國本部各省完全相同

的社會(李國祁，1978)。 

3.清季政治措施的重心在於撫番、拓墾與設官分治，因臺灣當時是移墾地區，

其政治近代化的目的是內地化，多數地區仍屬於未開化，或已開化而政治制

度仍在草創未上軌道的狀況中。而撫番、拓墾與設官分治是使全島達於文治

的最重要措施，經由這種措施方能使臺灣在政治與文化上達成與內地無異。

因此，政治近代化的目標在於內地化，更由於內地化亦含有社會及文化上的

意義，故其成效使得臺灣整個政治與社會文化向前推進。 

4.內地化和近代化的進程是合而為一的。清季臺灣社會結構與價質取向的變

更，正如同其政治現代化，是以內地化為內涵的。臺灣社會變遷的歷程是由

移墾社會轉變為中國本部的傳統社會，內地化遂成為其社會現代化主要的重

心(李國祁，1982)。 

5.內地化的結果是臺灣成為中華文化的文治社會。「由粗放的移墾社會型態走向

文治，由畛域互異的地域觀念走向民族融合，以士紳階層為領導階層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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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李國祁，1978) 7 

 

「土著化」的說法是由人類學家陳其南所提出，在 1975 年由陳其南以碩士

論文的型式提出此一概念後，經過李亦園、王崧興等人的轉述和引介，1984 年陳

其南又為文討論「土著化」與「內地化」之異同。「土著化」理論的主要論點為： 

1.臺灣漢人社會之發展過程是「移民社會」轉型為「土著社會」的過程，而劃

分這兩個階段的標準是社會群體構成(social group formation)的認同意識，在前

期的「移民社會」中，緣於大陸的祖籍意識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而反映在

不同祖籍群之間頻繁的分類械鬥事件上。後期的土著化過程，則以建立在臺

灣本地的地緣和血緣意識做為新的社會群體認同指標。也就是說，土著化以

前的臺灣漢人社會，是一個以大陸祖籍為社會群體認同指標的「移民社會」(陳

其南，1987)。 

2.土著化理論所要探討的是來自中國大陸的漢人如何在一個新的環境中重建其

傳統社會的過程。所謂的『傳統』是指中國本土社會，尤其是移民原居地的

華南所固有的社會階層化現象及地緣和血緣組織而言。土著化也就是要探討

漢人社會結構在這兩個不同空間和時間環境下所產生的連續和轉化過程(陳

其南，1975)。 

3.當臺灣的漢人社會逐漸定著化以後，社會群體的分類原則也跟著開始轉變，

逐漸以本地的神明信仰和新興的各種宗族組織為認同對象，特別是從受祖籍

觀念影響的移殖型宗族，轉變為源於來臺開基祖在本地所形成的新宗族。漢

人社會越是歷史悠久，而社會越是穩定，就越傾向於以本地的地緣和宗族關

係為社會群體的構成法則；越是不穩定的移民社會或邊疆社會，越傾向於以

祖籍地緣或移殖性的宗族為人群認同標準。 

4.初期臺灣漢人移民社會是中國大陸傳統社會的連續和延伸，移民社會的性質

就是原傳統社會移殖或重建的過程。移民社會經過一段時間後即經土著化過

程轉化為土著社會。其特徵表現在移民本身對臺灣本土的認同感，不再一味

以大陸祖籍為指涉標準。在意識上由「唐山人」、「漳州人」、「泉州人」、「安

溪人」等概念轉變為「臺灣人」、「下港人」、「南部人」、「宜蘭人」等。在血

緣意識及祖先崇拜的儀式上不想再「落葉歸根」，或醵資返唐山祭祖或掃墓

                                                 
7 可參照陳孔立，《清代台灣移民社會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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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新肯定臺灣這地方才是自己的根據地，也在臺灣建立新的祠堂和祭祀

組織，逐漸地從大陸的祖籍社會孤立出來，成為一個新的地緣社會。 

5.清末臺灣漢人的社會意識已經逐漸拋棄祖籍觀念，而以現居的聚落為其主要

之生活單位。在此一臺灣漢人社會由移民社會轉變為土著社會的過程中，村

落的寺廟神信仰形成村落或超村落的社會組織；宗族組織則由丁仔會、祖公

會等半自願性的唐山祖宗族，移向來臺開基祖派下的典型宗族。而寺廟神信

仰和宗族組織擔任著土著化社會最重要的整合角色。 

 

從二者的主張可以得知，土地開墾是台灣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涉及土地所有

權、租佃關係、開墾組織、族群衝突、人口流動等諸多問題 (溫振華，1994)。臺

灣各地的開發由於地理和人文條件的不同，開發的狀況有區域性和時差性。在開

發之前是原住民的社會，開墾完成之後建立起漢人社會。尹章義曾將臺灣由「先

住民社會過度過渡成為漢人社會」的完整過程分為五個階段：一、番人社會；二、

番人優勢，漢人劣勢期；三、番漢均勢期；四、番人劣勢，漢人優勢期；五、漢

人社會。五個階段的長短、開始和完成的時間，各地皆不盡相同(尹章義，1989)。

而且，臺灣各地開發的先後，是移民根據人文和地理條件選擇的結果，並不是依

著臺南—臺中—臺北依序開發；也不是開發了濱海平原再進入丘陵山區。因此，

梅仔坑(嘉義梅山)、林杞埔(南投竹山)、關仔嶺(臺南白河)等山區在康熙年間已有

漢人耕作其間。 

 

清代臺灣漢人開墾的族群分布則是由閩、粵移民和平埔族原住民雜處共墾的

關係。來臺拓墾初期，並不因籍貫的不同而有先後以及平原丘陵、山區之別。依

到達先後，透過請墾而雜居共墾，互為主佃。乾嘉以後，易墾地開闢殆盡，資源

分配日漸緊張，增加彼此對立，終於產生長期的分類械鬥等整合運動，在嘉道年

間的長期紛爭下，粵人終於他遷。因此，械鬥是清代臺灣族群分類和族群整合的

重要方式與指標。 

 

關於清代中期臺灣的械鬥，道光年間曾任臺灣兵備道的周凱當時的觀察是： 

臺灣一郡，其民閩之泉、漳二郡，粵之近海者往焉，閩人佔居瀕海平廣地，

粵居近山，誘得番人地闢之。故粵富而狡，閩強而悍。其村落閩曰閩莊，

粵曰粵莊。閩乎粵人為客。分氣類，積不相能。動輒聚眾持械鬥。平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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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閩粵錯處者，鬪則各依其類。閩、粵鬪則泉、漳合；泉、漳鬪則粵伺勝

敗，以乘其後，民情浮而易動。8 

 

十九世紀在臺任官的劉家謀(1815-1853)，觀察到的械鬥現象如下： 

臺郡械鬥，始於乾隆四十六年。後則七、八年一小鬥，十餘年一大鬥。北

路則先分漳、泉，繼分閩、粵；漳、淡又分閩、番，且分晉、南、惠與安；

南路則惟分閩、粵，不分漳、泉。然俱積年一鬥，懲創則平。今乃無年不

鬥，無月不鬥矣。9 

 

臺灣閩粵人口的分布，除因分類械鬥引起的遷徙與整合外，漢人的祖籍分布

與原鄉生活方式也有深刻影響。施添福指出，傳統上泉、漳移民先至，粵民後到

的說法，無法完全解釋移民的分布。泉、漳、粵各籍移民的原鄉地理背景、生活

方式與其移民區域有密切關係。泉人居海濱或海岸平原，漳州人居於平原內緣近

山一帶，粵民則居於近山地帶及台地丘陵區，與各地居民的原鄉地理背景類似。

粵籍移民並非完全比漳、泉移民晚到，至少晚到的時間並沒有長到足以決定清代

漢人祖籍分布的基本型態，因此，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來臺先後順序並無

太大的關係。分類械鬥雖影響某些地區的族群移動與整合，促使建莊在異籍村落

佔多數的居民向其同籍村落主要分布地區遷移。但決定清代漢人在臺祖籍分布和

漢人社會建立的基本因素是其原鄉生活方式(施添福，1987)。 

 

從漢人在臺開墾分類械鬥及宗族組織運作等方式觀察，不論土著化與內地化

的分析架構都同意清代是漢人社會在臺灣的重建的一個過程。土著化與內地化是

一體的二面，漢人移民在臺灣，由移墾轉為定著，重建傳統中國社會是為土著化，

國家機器將中國的政治和文教制度甚至原鄉生活方式移植於臺灣，使臺灣更趨向

儒教帝國是為內地化。但二者都未提到閩粵移民來臺是如何由閩籍或粵籍改成臺

籍的，入籍意味著可以呈請升科、置產、並在臺參加科舉考試，是一個化外進入

化內的過程。若能將移民如何在移住地定著的過程和地方感及認同意識結合進行

討論，或許我們可能有不同的收獲。10 

                                                 
8 周凱，〈記臺灣張丙之亂〉，《內自訟齋文集》(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0)。 
9 劉家謀，《校注海音詩全卷》，(臺北：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53)。詩中的晉、南、惠與安(晉指

晉江；南指南安，惠指惠安，三者合稱三邑；安指安溪(或同安？)，與三邑皆為泉州下轄的縣份)。

咸豐年間艋舺的頂下郊拼，就是三邑人(頂郊)與同安人(下郊)的械鬥。 
10 參見李文良(2007)，〈清初日入籍臺灣法規之政治過程及其歷史意義〉，《臺大文史哲學報》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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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殖民與近代化：日治時期的集體記憶與族群想像 

 

1895 乙未割臺，展開日本五十一年對臺灣的殖民統治。1896 年之調查，全

臺約有 260 餘萬人，1905 年增為 312 萬人，至 1943 年達 658 萬餘人。就人口組

成觀之，閩粵系人口始終佔 90%以上，原住民人口略呈停滯。日人來臺數量和所

佔比率隨著時間持續增長，但日人除少數農業移民外，多以公教軍警及商人、技

術人員為主，有其侷限，至日治末期約僅佔全臺人口的 6%。至於在臺以「華僑」

為主的外國人，約佔總人口的 1%以下。因此，陳紹馨認為日治時期臺灣屬於封

閉型的人口型態。 

 

時

間 
1896 1900 1904 1905 1910 1920 1930 1940 1942 1942 

日

本

人 

10,584 37,954 53,365 59,618 98,048 16,6621 23,2299 34,6663 38,4847 39,7090

資料來源：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收入氏著《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

北：聯經出版公司，1985，一版三刷)，頁 96-97。 

 

日治時期日人的移民與人口雖然數量與比例皆屬有限，但所造成的影響卻相

當深遠且複雜，形成一個極具爭議性的殖民時代。姑不論戰後因國民政府遷臺對

日治時期評價的重新詮釋，就是所謂本省人之間，對於日治時期的經驗也有許多

差異。在不同的階層與世代間，均有所不同。以階層而言，在具有日治經驗的本

省人之中，與日人接觸的以中上階層居多，因此似乎出現中上階層較為知日親

日，下階層較為反日的情形。事實上，戰後用「進步 VS.落後」表述「臺灣 VS.

中國」的，通常多是出自城市或是中產以上的知識份子。(陳君愷，2006)。就世

代而言，年輕一代與年長一輩，對日本統治的評價也有相當程度的分歧。曾經歷

武裝抗日運動及日人無差別殺戮的日治初期，與生活在殖民統治及近代化已上軌

道的日治中期，及成長於皇民化運動和總力戰的日治末期者，對於日本統治時期

的集體記憶與是有強烈世代差異的。11 

                                                 
11 周婉窈是首先關注日治時期的世代差異及其意義的學者，見周婉窈，〈「世代」概念和日本殖

民統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代序)〉，收於氏著《海行兮的年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論集》(臺
北：允晨文化公司，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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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的統治政策上，雖然依馬關條約 1895 年後臺灣已成日本版圖的一部

份，但因日本是殖民主義的後進國，並無管理殖民地的經驗，因此前期採無方針

主義，一方面推動特別立法，另一方面尊重臺人固有慣習。在日人的統治下，臺

灣的政治、社會、經濟均有近代國家機器的進入與控制。1898 年兒玉源太郎總督、

後藤新平民政長官時期，在後藤新平的「生物學統治原則」下，進行一連串大規

模的調查。1898 年 9 月成立臨時臺灣土地調查局，進行全臺耕地丈量，並整理大

租權。1901 年設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20 年間完成《臺灣私法》、《清國行政法》

等多項調查報告。1905 實施臺灣第一次人口普查，此外，還舉辦林野調查、國勢

調查等等。其詳細的統計數字，讓殖民政府清楚掌握國土資源與人力資源。在各

種調查之外，公共建設也次第完成，縱貫鐵路的修築，道路的興建，港口的修建

等使臺灣建立了資本主義化的基礎。在奠定物質基礎之後，對於國民身體、精神

和思想的控制及規範，也漸次實施。殖民地當局利用保甲制度為基礎，建立全島

的警察系統。改變臺人的醫療衛生觀念和習慣，建立公共衛生制度。透過各種基

礎建設，使國家機器的權力與規範，全面滲透至臺灣政治社會的各個層面。 

 

    一次大戰後，民主自由與民族自覺思想風靡全世界，日本國內的勞工和社會

主義運動也蓬勃發展，受此影響所及，臺人也紛紛展開向統治者爭取自由平等權

利和民族運動。1918 年明石原二郎總督，以同化主義為施政方針，總督府頒布「臺

灣教育令」，確立以同化臺人，使其漸具日本國民質性的教育制度。1919 年 10

月田健治郎就任第一位文人總督，以「內地延長主義」為主要政策，強調臺灣是

日本領土的一部份，必須使臺灣人成為日本人。1922 年公布新「臺灣教育令」，

標榜取銷臺日人教育差別，除初等教育外，開放臺日人共學。表面上，臺人可與

日人一樣接受中等以上教育，實際上，共學的結果僅是替迅速成長的在臺日人子

女提供更多教育機會。 

     

    總督府推動同化政策的最重要機構是初等教育的各類學校。1896 年至 1897

年在全臺各地設國語傳習所 16 所，招收臺人子弟，學習日語。1898 年頒布「臺

灣公學校令」，設立六年制的公學校(許佩賢，2005)。1919 年田健治郎開始大量

增設公學校，至 1930 年公學校增為 758 所，就學率達 57.4%。1943 年臺灣實施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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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義務教育，學童就學率由 65.7%上升至 71.2%，到了 1945 年則已超過 80%。日

治中後期公學校教育的普及化，對於以日語推廣為中心的同化政策有相當的助

益。日治時期臺灣的國語(日語)推廣可說是收到相當程度的效果，日治末期，日

語普及率約達 80%，但日語在臺灣終究無法取代閩南話和客家話。總督府推行日

語的結果，僅是使臺灣成為雙語並用的社會，且並未達到總督府希冀以日語為工

具，培養臺人日本精神和國民性格的目的。 

     

    語言之外，日治時期國家也介入並改變了臺灣人的時間觀念和生活作息。清

代臺灣人的生活作息以農曆的各種節氣為主，總督府將星期制引進臺灣，訂星期

日為例假日，另有其他國訂假日。學校除了星期例假及國定假日外，另有暑假。

在時間制度上也由時辰制轉而使用標準時間制，改變了臺人對時間的觀念(呂紹

理，1999)。 

 

    1936 年臺灣再度進入武官總督時期，隔年，中日戰爭爆發，總督府乃在臺推

行「皇民化」運動。在「皇民化」的目標下，獎勵國語家庭、國語模範部落，推

行國語常用運動(吳文星，1992)。改從日姓，進行宗教改正，改信日本神衹(陳玲

蓉，1992)。皇民化運動中的滅私奉公，促進了日治後期國民意識的昂揚 (陳君愷，

2006) ，使日本能透過各種方式動員，遂行其總力戰所需的戰爭動員(周婉窈，

2003)。 

 

    以上所討論的日治時期採行的近代化措施，都是在殖民統治的目標下進行

的。日臺之間因民族歧視在政治地位、教育隔離和經濟優勢等差別待遇，促進了

臺灣全島一體臺灣意識的形成。日人相對臺灣人而言，具有殖民者的優越感，相

對於日本人此一對照組的存在，使臺灣意識的萌發提供了條件。日治時期日人以

內地人自稱，而稱臺灣的漢人為本島人(原住民則稱蕃人或高砂族)。1920 年代以

後，臺灣人開始自覺的使用「臺灣人」此一辭彙，用以自稱並建構族群認同(周

婉窈，1989)。前述的近代化措施，也為臺灣人一體化提供了基礎。如國語(日語)

的推廣，使原本講不通的閩客族群，得以有了共同溝通的語言，也有了相同的族

群想像對象。縱貫鐵路的開通也有助於全臺一體化的型塑。此外，日治時期的臺

灣除臺灣意識萌發外，也有許多人以文化和種族因素，抱持強烈祖國意識，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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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理和在〈原鄉人〉中所說的「原鄉人的血，必須流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鍾

理和，2002)。 

 

肆、他者的歷史：從籍貫到族群 

 

    當代臺灣有所謂閩南、客家、原住民、外省人等「四大族群」的說法，據王

甫昌的研究，這種四大族群的分類是 1980 年代以後所形成的族群想像，四個族

群皆有其不同的族群想像，藉以將同質或不同質的人群整合在一起(王甫昌，

2003)。而不同的族群經驗是藉由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和結構性遺忘

(structural amnesia)相互作用的結果。Maurice Halbwachs 曾指出人類的記憶是一種

集體社會行為，每一種集體記憶皆有其相對應的社會群體。為了強調某一種社會

的凝聚，該社會人群不斷以某種媒介(包括文物、文字或儀式)來重覆強調此一集

體記憶(Halbwachs，1992)12。Hobsbawn 也強調過去的集體記憶如何被重覆強調，

以維繫社會人群的凝聚(Hobsbawm，1983)。 

 

人類學大師伊凡‧普理查在研究 Nuer 的家譜時發現，Nuer 真實的譜系與他

們認為的真實常有一些差距，將某些祖先放在譜系的重要位置，而忘記某些祖

先，是家族發展常發生的狀況(Evans-Pritchard，1969)。因此，虛構的過去也就成

為可能，許多學者都強調，共同的起源對於族群的凝聚非常重要，而所謂共同的

起源不必然是「過去的事實」。Geertz 稱其為「自我宣稱的血緣聯繫」(Clifford 

Ceertz,1973)。事實上，類似的情形在漢人社會也常發生，如道光《建陽縣志》指

出：吾邑諸姓家譜多不可憑，大多好名貪多，務為牽強。…即世相去數百年，地

之相去數千百里，皆可強為父子兄弟。 

 

清代臺灣有許多合同式的宗族，未必有血緣關係，因開墾或其他社會經濟需

求而組合成宗族，也是一種集體記憶的建構和再生產。因此，重修族譜的工作，

由某種角度看來，就像重新整理家中舊照片，有些支系必需忘掉，有些卻必須放

在重要的位置，當然也有重新被尋回和發現的。其目的皆在於重組過去來詮釋目

                                                 
12 台灣 1990 年代以降所強調的社區總體營造和村史運動即不斷的以某種媒介(包括老照片、日記

或文物和家譜)重塑地方的歷史。關於其中一些操作方式的討論考參考盧建榮(1999)，《分裂的國

族認同(1975—1997)》(台北：麥田)，頁 259-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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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王明珂，1994)。 

目前臺灣社會通行的四大族群論述，是 1990 年代以後才被提出，並迅速被

社會大眾所接受。在 1980 年代以前，戰後臺灣的社會人群分類是以所謂的「省

籍情結」和「地域觀念」為主體的。戰後臺灣族群體系的變遷與發展是一個由國

家政權所定義的「省籍」矛盾(籍貫)轉變為多元「族群」的政治社會過程。 

 

    所謂的集體記憶，不僅是具有共同身份的人群自然而且必然會保留的對過去

的印象。而是經由再現的過程，將過去的經驗「意義化」、「象徵化」的產物，而

非過去經驗做為生活實踐的本身。通常，記憶所涵蓋的過去經驗，常是年代久遠，

或是具有共同身分的人所未親身經歷的，但這些過去的認知卻常被其成員發展、

維持或重新建構。此一再現的過程中，人們才能與未曾經歷過的遙遠事蹟產生連

繫，這些過去才成為記憶(蕭阿勤，2008)。 

 

1949 年國民政府撤退來臺，不僅帶來了百餘萬流離的異鄉人，也將近代中國

的民族文化與國族想像帶入臺灣。131947 年的二二八事件及隨之而來的清鄉和白

色恐怖，韓戰後的美國的經軍援助，1954 年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及 49 年中

央民意機構遷臺的法統的延續。確立了國民政府對臺灣統治的基礎。戰後初期國

家機器對社會的嚴密監控和威權統治、制式教育與言論控制，使 1950-60 年代成

長的一代只能依國民黨的文宣與教育來瞭解中國和臺灣的過去。因此五四以來中

國近代歷史的發展，日據時期臺灣史的變遷都對當時的青年學生產生隔閡。陳國

祥日後的回憶指出： 

一九四九以前的思想、學術、文藝的發展脈絡因政治理由而被切割掉，使

我們和五四時代以來的思想發展脫離了關係。我們不是縱面承續的一代，

而是橫面移植的一代。我們的思想發展失去新舊民族文化的滋潤，像是荒

漠上的植物，領受「美國雨」的灌溉。 

 

戰後世代的知識份子對中國與臺灣的歷史現實隔閡，並不表示他們欠缺歷史

                                                 
13 關於晚清以來中國的國族建構與國族想像可參考沈松僑的相關研究，見沈松僑(1997)，〈我以

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的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8)；沈松僑(2000)，〈振

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沈松僑

(2006)，〈江山如此多嬌—1930 年代的西北旅行書寫與國族想像〉，《臺大歷史學報》，37)。從戰

後臺灣已出版的自傳、傳記與口述歷史的分類來看，戰後臺灣社會記憶的回憶對象以男性、外省

人為主，對本省人的回憶以 1990 年以後較顯著增長。見(王明珂，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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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60 年代時他們的歷史感來自於從小所接觸的國族論述。就外省籍的戰後世

代而言，他們多數在臺出生可能並無實際的流亡經驗，但自幼來自於父祖的流離

經驗，及學校和社會所灌輸的國族敘事，都使他們有深切的流離心態。許多人都

是「瞪著身分證上的籍貫欄嚷著懷鄉的」。141970 年代中期展開的「中國現代民

歌運動」，以鄉愁四韻等歌曲傳唱全臺，也顯示當時的青年具有強烈的中國國族

認同(張釗維，1994)。 

 

戰後初期直至 1970 年代，在國民黨威權統治和全球冷戰、國共內戰的架構

和「中華文化復興運動」的推波助瀾下(楊聰榮，1992)，由清代至日據時期臺灣

的經驗如何納入國民黨的中國國族主義論述，我們可以 1980 年國民黨營的中央

文物供應社所出版的《中國的臺灣》一書其中的篇目概知一二。該書是國民黨邀

當時各領域的重要學者陳奇祿等人的文章匯集而成。包括了陳奇祿，〈中華民族

在臺灣的拓展〉；陳三井，〈從歷史淵源看臺灣與大陸的關係〉；石再添，〈中華臺

灣的地景與詩景〉；宋文薰，〈由考古學看臺灣〉；黃得時，〈臺灣文學中的民族意

識〉；林衡道，〈由民俗看臺灣與大陸的關係〉；李亦園，〈臺灣傳統社會制度的淵

流〉；丁邦新，〈臺灣的語言文字〉等八篇。縱觀以上的篇目可以規納出幾個臺灣

與中國國族主義論述的關係：1、強調臺灣人民與大陸在歷史和文化上的密切關

係；2、強調中華民族對臺灣開發的貢獻；3、強調臺灣與中國在地理上的不可分

割；4、強調臺灣同胞在日據時期的民族精神；5、強調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對於臺

灣光復的貢獻；6、強調臺灣成為匡復中華的起點。在此一國族敘事的建構下，

本省的戰後世代也被整合進中國國族敘事的洪流中。張俊宏在 1975 年評論當時

的戰後知識份子說道： 

   

談到知識階層，尤其是在此地受教育的青年，他們長久以來雖居於臺灣一

隅，但接受的教育都是大局面的，他們要做五千年歷史的繼承者，一千一

百萬平方公里大國的所有者，雖然處在小局面中，野心壯志則屬於大格局

的，近代史的教育告訴他們須要恢復強國才能雪恥，他們也期待這些願望

的實現。
15 

 

                                                 
14 龍應台，〈文明的力量：從鄉愁到美麗島〉，也描述了 1970 至 80 年代初期臺灣青年「中國夢」

的轉化過程，見 2010 年 8 月 9 日《聯合報》。 
15 轉引自蕭阿勤，2008，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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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年代保衛釣魚台運動和臺灣退出聯合國，尼克森訪問中國大陸、臺日斷

交等事件，對於國民黨政府來說是沉重的打擊。一方面利用中國國族主義團結國

人，卻無法維繫國家民族利益，使其立場進退失據；另一方面，「自由中國」失

去對中國的代表權，也意謂以維持中國法統而持續運作的中央民意代表喪失其正

當性。這些事件，引起戰後世代的知識份子重新思考與土地的關係，由沉默而冷

漠的失根的一代，轉而成為回歸現實，關懷土地的「回歸現實世代」。 

 

1970 年代的「回歸現實世代」以追求民主革新後和省籍平等為主，到了美麗

島事件後的 80 年代，在國民黨以各種方式打壓民主運動的交互作用下，反對運

動持續激進化，由追求民主化轉向臺灣民族主義發展(王甫昌，1996；蕭阿勤

1999)。戰後臺灣的所謂省籍矛盾，也漸漸成為族群問題。 

 

何炳棣曾指出，明清中國的科舉制度要求所考生必須填報籍貫，因而大大推

動中國籍貫觀念的形成。臺灣在清代以地域分類，產生許多械鬥與民變。日治時

期對臺灣籍民的戶口調查，在本島人中區分為漢人、熟蕃與生蕃，漢人中又分為

福建人、廣東人和其他。161945 年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也繼受了相同

的族別分類，將日治時期統計資料中的福建和廣東的漢民族種族別直接轉換為

「籍貫」。1956 年第一次戶口普查，關於籍別的統計有二項特徵，一是區分不同

的省籍，二是針對臺籍人口進行詳細的祖籍和族系區別。(王甫昌，2004)。17調

查臺籍人士的祖籍，可強調臺灣人與祖國的歷史關連，加強鄉土與祖國觀念，具

有相當的政治意義。1973 年因應戶警合一而修正戶籍法時，有臺籍人士增列祖籍

和外省籍人士設本籍之議，但均因在當時的中國國族主義想像下的「中國各省代

表性」問題，而未能被政府及多數立委們支持。1992 年戶籍法的修正案中，取消

了本籍登記，改以出生地取代。92 年的修正案能夠通過，與 1990 年大法官會議

決議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需全部退職，國會全面改選且不設大陸地區代表制度有

                                                 
16 日治時期臺灣總共舉辦了二次臨時戶口調查，及五次國勢調查，除 1940 年的國勢調查未及完

成外，其餘六次均用相同分類，將漢人分為福建人和廣東人。在原住民的部份，1935 年的國勢

調查將熟蕃與生蕃改為平埔族與高砂族。另 1926 年總督府舉行了「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

將臺灣在籍漢人區分為福建省(泉州府、漳州府、汀州府、福州府、永春州、龍巖州、興化府)、
廣東省(嘉應州、惠州府、潮州府)、其他。清代臺灣漢人 98%來自閩粵，45%來自泉州，35%來

自漳州，15.6%來自廣東的統計資料即來自此次鄉貫調查。見陳漢光(1972)，〈日據時期臺灣漢族

祖籍調查〉，《臺灣文獻》23：1。 
17 1956 年的統計資料平埔族的類屬消失，這是日後臺灣族群發展史上，平埔族在官方資料上消

失，也漸漸在民間和自我認同上「漢化」的一個特殊的政治文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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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此一攸關「中國全國法統想像」的籍貫制度，也就沒有必然存在的價值。 

 

雖然在 1980 年代起，反對黨大聲疾呼政府用人不能有省籍觀念，也贊成刪

除籍貫登記，但 1992 年的戶籍法的修正，並無民進黨的委員連署，可能與籍貫

登記的持續，有助於突顯省籍歧視和政治結構失衡等問題。有趣的是，1979 年姚

嘉文被捕入獄，在獄中寫了三百萬字的臺灣歷史小說—臺灣七色記，其中一冊《白

版戶》就以東晉時代的淝水之戰為背景，姚氏從「民族遷徙」與「土斷」二事著

眼，姚嘉文指出： 

所謂「土斷」是指僑移戶口就地入籍，以土斷籍，不論本籍。這是民族大

遷徙後表現在戶籍登記上的政治問題。江北人口南來後，不肯入籍本地，

而以「客戶」或「僑戶」身份自居，或為豪族挾藏，釋免徭役賦稅。所以

「搜戶」成為國家富強的方策。「搜戶」必須「土斷」。僑民是否入籍平地，

與本地人享同一權利，盡同一義務，是民族遷徙時的諸多問題之一，能解

決此項問題，就能豐富國家兵源及稅收，並平息土著百姓的不滿，達到「上

下一心」的結果。
18 

 

從這樣的文字中，或許可以觀察當時反對運動者對於籍貫問題的看法。 

 

當中國法統與國族想像在 1980 年代以後被衝撞且於 1990 年的國會改革中被

放棄以後，以臺灣為國家範圍的想法，使得部份人士以族群來代替具中國國家想

像的省籍區分，族群的分類也就在臺灣的官方和民間論述中活躍起來。  

 

伍、過去與現在的族群想像(代結論) 

 

從《歷史的臺灣》影片中，我們可以發見臺灣數百年來的族群變遷軌跡。就

目前所謂的四大族群而言，原住民的由何而來，或漢人入墾前臺灣曾發生哪些變

化，我們所知甚少。臺灣原住民之間並無共通的語言、族源傳說，也有不同的傳

統生活方式，因此傳統上原住民並無共同的集體記憶，但漢人入墾或日本據臺後

的理蕃措施及國民政府所採行的山地行政，都漸形成原住民的集體記憶。 

 

漢人大規模入墾臺灣，存在於十七世紀，因此有所謂臺灣人四百年史的說

                                                 
18 姚嘉文(1987)，《台灣七色記‧前記》，(自立晚報出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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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開拓期間，漢「蕃」之間的衝突，因祖籍地緣和血緣宗族的衝突不斷，由

衝突而分類，由分類再整合，此一過程留存與閩、客和原住民的集體記憶之中。

1895 乙未割臺，在歷經五十一年的日本統治以後，皇民化的臺灣籍民，多數能說

日語，開始有本島人及臺灣人意識。卻也因皇民化的推動，強化了許多在臺漢人

的祖國意識或漢民族的認同。 

 

1945 年日本戰敗，臺灣重歸中國所有。語言和生活的衝突，加上國府的接收

問題，和經濟、政治各方問題，引發二二八事件。日據時期的經驗及二二八事件，

成為閩南人、客家人與原住民的集體記憶。相對而言，所謂的外省人，取代了日

治時期的「內地人」--日本人的異己地位。內地人由日本人變成外省人，與臺灣

人成為分類的對照組。日治時期統治者對臺灣人迫害的集體記憶被移轉至外省人

的身上。 

 

1949 年國民黨政權撤退來台，追隨而至的外省人其實並非是一個和諧的整

體，19這些總數約一百餘萬的新移民，既來自四面八方，內部當然也有他們的省

籍問題。這些人與臺灣原有的族群語言習慣不同，且多數分布在各類軍公教體系

的眷屬聚落當中。更重要的是近代中國的國難和流離經驗，以及國民政府所謂的

中國國族主義成為他們的集體記憶。近年來臺灣本土意識高漲，在本土化運動

下，使外省人形成危機意識和認同變遷。這種情形在外省人第二代的身上更為普

遍。1992 年戶籍法取消籍貫代以出生地之後，一個人很容易以改變語言使用和自

稱來達到認同變遷，便利外省第二代，甚至第三四代對中國大陸的結構性遺忘。 

 

1949 年國府遷臺後，強化中國人意識的仇日恨匪民族精神教育及國語的推

行，對於有日治經驗背景的臺灣人影響不大，但對於外省族群和戰後成長的世

代，則有顯著的影響。1987 年臺灣解嚴，開放國人赴大陸探親，兩岸的人民往來

日益密切，但辯證的是，兩岸四十年的斷絕往來，文化與生活習慣皆有相當差距，

神州已不再是教科書中的故國，開放接觸反使臺灣人對大陸人產生強烈的「異質

感」，加上數十年的仇匪恐共教育，反而使臺灣與中國在經濟上日漸緊密，但感

                                                 
19 在臺灣一般人的觀念中，外省人給人的刻板印像也有「外省權貴」和「老芋仔」二個完全不

一致的社會意像，「老芋仔」最初是臺灣兵入伍後與外省兵接觸後產生的，基本上是低階外省士

官兵的代名詞，以後變成老榮民甚至外省人的代稱。參見(胡台麗，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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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上更卻加疏遠。 

 

今日的臺灣，不知多少罪惡假族群之名以行之。臺灣的所謂「四大族群」，

福佬、客家、外省、和原住民，強調所謂的「臺灣人」乃四大族群所組成，是一

個新興「民族」，也可能是一種國族的建構。如此四合一的分類是否就使得臺灣

社會走出一個尊重「異族」，接受多元文化的未來，或許可以由我們的社會如何

看待「原住民」來觀察。 

 

當告別了一個國族之後，我們的社會又將另一個國族「從後門帶了回來」，

在國族建構的目標下，個人與弱勢族群的存在與記憶，也只能在國族不斷自我再

現的光芒中，被納編入一個集體的過去，甚或澈底滌盪盡淨(沈松僑，2005)。 

 

王德威在《原鄉人：族群的故事》的序中曾引劉家謀的詩： 

  同是浮萍傍海濱，此疆彼界辨何真？ 

誰云百世讎當復，賣餅公羊始誤人(王德威，2004) 

 

今日讀來，還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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